
中国哲学史界泰斗张岱年与冯友兰共同走过的路 
 

作者：钱耕森  　 
 
  冯友兰(1895—1990)，张岱年(1909—)，两位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

家和教育家。他们毕其一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的教学和  
研究，且都创造出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尽管冯先生年长张先生 14 岁，但是他俩却在漫长的

人生之旅中结成了“良师益友”。 
 
  一 
 
  1928 年 8 月 17 日，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冯先生于 8 月下旬应罗家伦校

长之邀，到清华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冯先生特别钟情于清华大学，早在 1911
年清华学堂成立伊始就想上清华念书，后因种种原因没能报考。但是，他没有想到 17 年以

后，进清华的夙愿竟然实现了。冯先生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于是他就把清华大学视为自己

的“安身立命”之地，乐意一直呆下去，永远献身给清华。 
 
  张先生于 1928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他的理想是清华大学，于

是他放弃了被保送北师大的机会而去报考清华，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了

冯先生的学生。 
 
  刚上任的罗校长的办学方针是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和军事化。军事化和纪律化的一

个具体要求就是不管春夏秋冬，学生们每天清晨 6 点钟必须上早操，无故缺席要记过，甚至

开除学籍。张先生受不了这么严格的要求，开学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自动退学了。张先生回

忆道：“1928 年暑假，我报考清华大学，被录取了。开学之后，添设了军事训练，由两个国

民党军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退学了。适逢北京师范大学招生，遂又报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也录取了。” 
 
  张先生和清华大学的第一次结缘竟然如此之短暂！ 
 
  二 
 
  1929 年，冯先生将刚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讲义，分赠师友征求意见，胡适收

阅后写了一封长信给冯先生，与他讨论老子所在年代的问题。不久，冯先生见到胡适，与之

略辩了几句。于是胡适于 1931 年 3 月，写出《与冯友兰论〈老子〉问题书》一文，冯先生

于 4 月写成《中国哲学史中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一文，两文同时发表于 6
月出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178 期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冯先生晚年回忆说：“在

20 年代，中国哲学史界对于孔、老的年代问题有过一次大的辩论，在学术领域引起了轩然

大波。其一派认为老先于孔，胡适先生主之；另一派认为孔先于老，梁任公先生主之。两派

各执一词，莫能相下。” 
 
  “这次看了胡、冯两先生的文章是触动了我的兴趣，使我不能不动笔。”于是，张先生

很快便写成《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发表。张先生说他写这篇文章是受到冯先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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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931 年春，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考辩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

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

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周刊》，承编者嘉许，发表出来。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

后，孟子之前。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 
 
  冯先生读后印象很好，以至于他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回忆起来还动情地说道：“辩论之文

在报刊上几乎每日皆有，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张先生因赞佩‘大同’理想，故用‘季同’

作自己的笔名——引者注)，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

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后又

知其为张申府　崧年　之少弟，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

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 
 
  可见，张先生这篇文章播下了他和冯先生忘年之交的种子！ 
 
  张申府原名崧年(1893—1986)，1917 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1919 年追随李大钊从事革

命活动，后成为周恩来入党的介绍人之一，1924 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酷爱哲

学，拟创造“解析的唯物论”的新哲学体系，1931 年之前即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书，1931
—1936 年任清华哲学系教授，是我国现代文化名人之一。他与张先生为同胞手足，比张先

生大 16 岁，是张先生的大哥，更是张先生学术上的领路人。张先生由其兄介绍，认识了哲

学界前辈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三位先生。他曾访问过金先生，“金先生说：‘你写的《问

题》一篇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路子。’我访问过冯先生，谈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问题，

彼此见解相近。” 
 
  可见，张先生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于是，经“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

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他于 1933 年从北师大一毕业就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

这是张先生二进清华。 
 
  冯先生说道：清华对张先生当年退学“亦不以为忤，毕业之后，仍按原计划聘为清华哲

学系助教，并担任哲学概论课程。”冯先生对于学生们对张先生讲课的好评，还记忆犹新。

“其时，张先生乃刚毕业之大学生，又非出自哲学专业，选课除哲学系一年生之外，亦有其

他系高年级生，均翕服无闲言。”冯先生还进一步总结出张先生课讲得好的原因：“盖张先生

真正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哲学重大问题‘心知其意’。讲课者言

之有物，听课者亦觉亲切有味矣。《周易·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诚者无妄之谓也。

‘心知其意’则无妄。张先生初授课之成功，无妄之效也；其初发表文章之成功，无妄之效

也。” 
 
  1934 年，张先生因其父病亡而悲伤不已，难以继续工作，遂于暑假前辞去清华的教职，

静心休养，张先生二进清华又是去也匆匆。 
 
  三 
 
  1935 年，张先生经冯先生和其兄的共同介绍，与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校友，又

是冯先生堂妹的冯让兰女士喜结良缘。冯先生晚年还以非常喜悦的心情回忆道：“张先生旋

即与余之堂妹定婚，以学术上切磋之友谊，申以婚姻，益亲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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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幸福的新婚生活使他心情愉悦，身体康复。于是，他决定暂留在家中埋头著书立

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耕耘，果然结出了两大硕果：其一是写出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一文，这意味着张先生开始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二是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标志

着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大硕果的取得，都和冯先生等人的启

迪分不开。 
 
  张先生所创造的新哲学，很快就被人们称为“解析的唯物论”，并以他们兄弟两人作为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36 年，友人孙道升发表了《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评述

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的学术思想，以张申府、张季同为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 
 
  《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先生的代表作。这是受到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直接影响的。

“冯友兰著作的出版令他钦佩不已，自叹才薄，张岱年认为，他无法写一本超越冯友兰《中

国哲学史》的‘中国哲学史’。但这并没有消泯他的宏愿，他决定换一种体裁，另写一部《中

国哲学问题史》。张岱年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决定导致了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产

生：哲学范畴研究。” 
 
  最近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多数把宋明哲学分为程朱唯心主义和陆王主观唯

心主义两派。而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首先提出”宋明哲学应分为三大派，

除了以上两派外，还应加上张载、王夫之、戴震的唯物主义的一派。这是张先生又一个创造

性的贡献，也影响了冯先生。他说：“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多年的论辩，宋明哲学分

为三派的观点已为多数研究者所承认了。冯先生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将宋明哲学

分为理学、心学、气学三个学派。” 
 
  四 
 
  1936 年秋季，张先生再由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系主任冯先生聘任为哲学系助教。张

先生又回到了清华园。张先生以《中国哲学大纲》为内容开设了“中国哲学问题”课，同时

讲授“哲学概论”课。张先生边讲授边修改定稿，并送请冯先生等人征求意见。冯先生阅后

热情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由于不断受到时局变迁的影响，此书一直延迟到 1958
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先生第三次回到清华，亦拟以清华为“安身立命”之地。但是，1937 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了，张先生壮志难酬啊！ 
 
  八年抗战期间，张先生未能随清华大学南迁，而是羁留在北平，虽然生活日艰，但是却

有了充足的时间闭门读书、钻研、著述。1942 年至 1948 年，先后写出《哲学思维论》、《知

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五部著作。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于 1946 年 5 月 10 日由昆明西南联大迁回北平清华园复校。此前，

冯先生已于 1946 年 1 月 15 日特致函梅贻琦校长，推荐张先生“自三十五年度”(1946—1947
学年——引者注)起为清华哲学系教授。张先生说：“接到冯友兰先生自昆明来信，说清华大

学即将复校，仍邀我到清华任课，任哲学系副教授。”张先生四进清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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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 年 10 月 10 日，清华复校开学。冯先生于 8 月中旬赴美讲学，至 1948 年 3 月才返

校。其间，冯先生所授“中国哲学史”改由张先生讲授，他同时开设“哲学概论”、“孔孟哲

学”、“老庄哲学”等课。 
 
  1947 年 10 月 25 日出版的《大公报·图书周刊》，发表了张先生对冯先生《新知言》一

书的专评：“此文逐章评论《新知言》十章内容，认为第六章《新理学的方法》是‘全书的

中心然而可以商榷之点也较多’，第七章《论分析命题》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其中对于

维也纳派的辩论，分析入微，明澈犀利，可谓精辟无伦。由此章看，也可以见冯先生在逻辑

分析法之运用上，实已达到火候纯青的境界’；认为‘对冯先生所揭示的形式主义的理论，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然而对于冯先生的系统的严整，分析的缜密，文章的明莹，治学态度之

笃实，我惟有赞叹钦服。就系统的宏大、条理之明晰、方面之众多、影响之广远来说，冯先

生的学说实在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 
 
  张先生于 1951 年被提升为哲学系教授。“参加审查评议的雷海宗、王亚南都肯定了我的

学术水平。”(张岱年先生语)这一年的盛夏季节，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有幸成为金、

冯、张等先生的学生。 
 
  1952 年进行了全国高校院系的第一次大调整，其中哲学系调整幅度很大，全国各大学

的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张两位先生也同时调入北大哲学系。我们学生也

全部并入北大哲学系，从“清华人”变为“北大人”了。 
 
  中国哲学史一课，建国后一直停开，直到 1954 年 9 月才恢复。当时叫做“试开”，由教

研室老师集体讲授。两个月前，冯先生担任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冯先生由青年教师朱

伯　先生协助讲授先秦部分，任继愈先生讲授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张先生讲授宋元明

清部分，邓艾民先生讲授近代部分。本人有机会聆听了这门课。 
 
  1956 年 1 月，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开会，讨论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决定分

四部分：“冯友兰、朱伯崑、杨正典编写先秦部分，由冯友兰负责；周辅成、杨宪邦、任继

愈编写汉至唐部分，由任继愈负责；张岱年、孙长江、汪毅编写宋至鸦片战争部分，由张岱

年负责；石峻、李泽厚、尹明编写近现代部分，由石峻负责。”这是建国后第一次编写中国

哲学史教材，学校非常重视，为此“又决定聘请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赵纪彬、

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孙定国、胡绳、嵇文甫为审查委员会委员”。 
 
  五 
 
  1957 年“反右运动”前夕的“鸣放”期间，张先生于 5 月 17 日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

会小组会上发言：“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也觉得有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

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

反运动时，本系召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在解放初已

经交待清楚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呢　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是不合适的。

我又盛赞双百方针的英明。当时也无人反驳。”但是，到 9 月初，忽然开会对张先生进行批

判了，说“他反对三反，又反对肃反，鼓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于是张先生被“划入另册，

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当时，使张先生“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其实，那时“完全陷入

迷惘之中”的人，又何止张先生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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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痛苦地回忆道：“在批判会上，一些人采取‘落井下石’的态度，深文周纳，给

我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为不相识。”但是，

冯先生却没有批判他，而是三缄其口，“是月(1957 年 10 月——引者注)多次出席工会哲学系

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工会小组‘帮助右派分子张岱年’会议，未发言。”显然，冯先生这是

冒着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同情“敌人”、包庇“坏人”的政治风险! 
 
  在张先生戴上“右派”帽子期间，他不能从事教学，也不能搞科研写文章，只能参加一

些中国哲学史的资料选注工作。写不完的检查，开不完的批斗会，参加不完的体力劳动，工

资降为只给生活费，特别是丧失了独立人格，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张先生“遭受了平生奇

耻大辱!”“竟遭此大厄!”“迟至 1962 年 7 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但

仍难以发表文章。到 1979 年 1 月，党拨乱反正之后，北大党委重新审查，宣布 1957 年实属

错划，完全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 
 
  六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先生就奉命从劳动的地方回校参加运动。一返校就

靠边站了，冯先生也被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等罪名。他们都被分

配在“有问题”的一组，成了“牛鬼蛇神”，成了专政的对象。年逾古稀的冯先生遭到多次

抄家和无数次的批斗，他被折腾得于 1967 年 1—4 月生了重病，但造反派不准他住院，他被

赶出了医院，生着病还要被揪斗。后来，虽然很勉强地住进医院开刀动了手术，但是伤口未

愈合就又被赶出了医院。这时，冯先生周围很多人对他是“冷眼相对，如不相识”。但是，

张先生却冒着极大的风险“向冯先生表示慰问”。 
 
  1972 年，毛泽东主席批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北大哲学系接受了编写“中国哲

学史”教材的任务，张先生和冯先生都被分派了写作任务。该书于 1980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直到 1973 年 12 月 9 日，冯先生才在小女儿、当代著名女作家宗璞的陪同下“往蔚秀园

访问张岱年、冯让兰夫妇。”不久之后，张先生夫妇于 1974 年 1 月 25 日(阴历正月初三——

引者注)上午，给冯先生拜年。这些活动本属至亲好友及师生之间最正常的往来，但中断多

年以后才开始恢复。 
 
  1979 年 2 月约 9 日，张先生以教研室主任的身份，与教研室秘书兼党支部副书记、支

委兼工会组长同去找冯先生谈话，要冯先生“再写一检查，‘在群众中说清楚’，说事情可以

就此了结，以后仍可出书、见外宾。”同月 11 日，冯先生派其婿蔡仲德去请张先生看冯先生

的检查时，“张说胡耀邦曾问‘冯友兰为什么还不能出来’，但此事还未正式传达。”同月 14
日下午，张先生去冯先生家，“建议对检查稍作修改。” 
 
  3 月 18 日，张先生代《中国哲学》编辑部约冯先生写回忆录，“说明只要事实，不要批

判。”4 月 11 日，冯先生将致哲学系党总支的信请张先生代为转交，“要求换房”。 
 
  在 1978 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有几位同志提议推举张先生为会长，任继愈先

生为副会长，冯友兰、贺麟先生等为顾问，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国哲学史学会三年改选

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上，都举行票选，绝大多数同志都投票选张先生继任会长。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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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前，他辞去理事职务，也就不再参加会长选举了。“前后担任会长十年。1989 年被推为

名誉会长。十年之中我任会长时，确实是负责学会的领导工作，有事和石峻、衷尔钜等协商

办理。”10 月 7 日，冯先生为太原会写论文一篇，送交张先生。 
 
  1981 年 5 月 19 日，冯先生将关于“道学”(即一般称为“理学”——引者注)的论文送

张先生“征求意见”。冯先生所说的道学文章，可能是指他在 1 月份出版的《中国哲学》第

五辑上发表的《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其在道学中的地位》一文。“此文反对把道学一概视为唯

心主义，认为道学有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三派，张载属于前者，是道学

奠基人。”这意味着，冯先生在这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上，受到张先生的影响，与张先生取得

了共识。 
 
  1987 年 1 月，冯先生写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此文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来

源之一是中国古典哲学，毛在认识论，在一般与特殊关系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

在辩证法问题上则离开了中国古典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认为在 1949 年后中国历史

大转变时期，‘毛泽东没有吸取秦始皇失败的教训。’又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蓝图

已经可约略地看到了，它将是以‘和’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这个继续和发展，

将是中华民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人类的大贡献。考虑目前国内无发表可能，拟藏之名山，

俟之来日。曾征求张岱年意见，张认为全文可发表，但关于秦始皇的文字应删。” 
 
  5 月 24 日，张先生去拜访冯先生，冯先生谈“《新编》第六册‘近代维新’部分构思，

拟翻太平天国、曾国藩之案，认为洪秀全学西方中世纪神权主义，是倒退，曾反对神权，是

进步。又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应该自己怎样想就怎样写，不人云亦云，

如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既然目前万马齐喑，我们也大可不必一马先奔’。”张先生说“曾

国藩是军事家，毛泽东的后发制人即来自曾。” 
 
  9 月 17 日，张先生去信，“略谓《新编》太平天国、曾国藩两章观点正确，见解新辟。

论洪秀全只会学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切中要害。以曾国藩校印王船山遗书证明其思想转变，

并引章太炎文章为据，确有说服力。曾氏实乃洋务派之先驱。惟章题‘承先启后的中心人物’，

‘中心’二字似不甚妥，请再斟酌，或改为‘关键’如何　曾国藩一案似可以《论曾国藩》

为题在《哲学研究》上先发表”。 
 
  12 月 1 日下午，张先生去拜访冯先生，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冯先生说“洪

仁　主张以商带工；曾国藩则搞以政带工，结果是以官代商；毛泽东也搞以政带工，归于失

败；邓小平要商品经济而不要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本由资本主义带动，这是规律，能否打

破这一规律很难说，要看实践。”张先生说：“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完全否定资本家的作用，

也不妥。” 
 
  1988 年 1 月 20 日晚，《张岱年文集》主编、清华大学刘鄂培教授请冯先生为《张岱年

文集》作序。3 月 21 日，冯先生在医院里写成《张岱年文集》序。冯先生的这篇序，是专

写张先生的“为学”与“立身”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冯先生说：“余谓张先生之学术主

张已详书中，又何待序之言，以为蛇足乎　为张先生之为学与立身之道有尚未世所注意者，

故标而出之，以为书之引端。” 
 
  “张先生之学生(刘鄂培教授——引者注)有习篆刻者，欲治一闲章以相赠，请示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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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命刻‘直道而行’四字。余闻之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张先生之木

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则‘刚毅’矣。‘近仁’之言，其

意当哉　张先生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即所谓‘士’者，生平

所事，有二大端：一曰治学，二曰立身。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

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其‘直道而行’乃张先生所自言：‘修辞立其诚’乃余所窥测而得者，质之张先生以

为然否?” 
 
  “抑有更进一义者，推本溯源，则立身与为学，初非两橛。‘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

只是一事。一事者何　诚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诚也；‘直道而行”，亦诚也，一以贯之矣。

诚乃《中庸》之中心思想，故曰：‘不诚无物’。又曰：‘君子以诚之为贵’。有志者于此悟而

力行之，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周易·乾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先生尝主此言以说明中国文化

之精神。校之以《中庸》之意，‘天行健’则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自强不息’则所谓‘至

诚无息也’。天之道出乎自然，人之道有待于有志者自勉之功夫。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

十’，亦‘自强不息’、‘至诚无息’之意，言晚节之难也。余虽不敏，愿与张先生共勉之。” 
 
  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张先生的评价，无疑是极其中肯而公允的。我们作为后学，自当立

志于领悟冯先生所概括出的“直道而行”的“为人”和“修辞立其诚”的“为学”的崇高精

神! 
 
  　 1989 年 4 月 1 日，台湾《当代》第三十五期出版，内有“最富争议的人物：冯友兰

论”专辑，张先生撰写了《我所认识的冯友兰》一文，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显

扬真理。哲学家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追求真理的热诚，勇于坚持真理，也敢于放弃成见

而接受真理。冯友兰先生从宣扬‘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转而肯定‘理在事中’的正确观

点，表现了一个真正哲学家的诚恳的‘慎思明辨’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 
 
  1990 年 6 月 6 日下午，张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等去医院探视住院治疗的冯先生。 
 
  10 月 4 日，冯先生病危，张先生前去医院探视。 
 
  11 月 26 日，晚 20 时 45 分，一代宗师，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与世长辞! 
 
  冯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张先生沉痛哀悼　并于 11 月 29 日，撰写出纪念文章：《哲人

其萎遗范永存——沉痛悼念冯友兰先生》。后又写了《冯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深

切悼念冯友兰先生》、《怀念冯友兰先生——为纪念冯友兰诞辰 100 周年而作》、《怀念冯友兰

先生》等文。 
 
  张先生首先肯定了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冯先生所建构的“新理学”的哲

学体系，与熊十力及金岳霖两位先生的哲学体系相比较，实有“明白晓畅”的特点，因而“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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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又充分肯定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和金先生开始虚心接受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态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时，冯先

生对唯物主义仍坚信不疑，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即《中国哲学史新编》。 
 
  张先生进一步具体揭示出冯、金二位先生思想转变的两点“内在契机”：其一是由新实

在论转变到唯物主义是“顺理成章”的；其二是“爱国主义的真情实感”。张先生高度评价

说道：“我深知，冯、金二先生的转变是真诚的自觉的转变。”“我认为，冯、金二先生的哲

学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值得敬佩的。” 
 
  张先生还恳切地赞扬了冯先生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以及“……他对于哲学的贡献，特

别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他的爱国赤心，永远将受到人们的赞扬和

追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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